宗敎倫理與社會發展
瞿海源
一、韋柏關於中國宗敎倫理與經濟的解析
　　長久以來，社會學者對宗敎倫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從事了相當多的研究和討論，其間也有很多的爭議。就最為大家所知的韋柏的理論而言，雖然一直還受到重視，但是究竟宗敎倫理和經濟發展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甚至有沒有關係，就實際的研究發現而論，似乎也難有明確的定論。在「中國的宗敎」一書中，韋伯對儒家倫理與經濟間的關係，尤其是資本主義精神，從事探討。主要的論點在於指出儒敎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欠缺關連。他認為雖然儒家和基督淸敎在實際心態「都是理性性主義的」，也都可以「歸結為功利主義」。但是，儒家倫理刻意把人放在個人關係裡來處理，只神聖化那些由人際關係所產生的恭順的德行，例如，君臣、父子、夫妻、師生、兄弟、和朋友等等。此外，在中國，「所有的社團行動為純粹私人的、尤其是親屬的關係所制約」。相對的，「淸敎則將一切都納入純粹的事業關係中，並以理性的法律與協定來取代傳統；然而在中國，發生生重要作用的是傳統、地方習俗、與官方具體的私人恩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相當肯定現世的功利主義而且也很看重財富。再加上人口密度很高，於是就「發展出一種強烈到無可比擬的精打細算和知足寡慾的心態。中國人日常交談中，談錢與金錢事務的程度，顯然在世界各地都算是少見的」。
　　但是，韋柏認為令人驚訝的是，在這種無休止的、強烈的經濟盤算與極端的「物質主義」下，中國並沒有在經濟層面上產生有條理而具有類似西方的理性的營業觀念，也就是並未蘊成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

　　在論及儒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時，韋柏認為巫術在中國之所以獲得保留，「是因為儒家倫理本身就有與其親和的傾向」。傳統的儒家雖然對巫術信仰存有懷疑的態度，有時却也會持有鬼神觀念。更重要的是，一般民衆的生活方式雖受著儒家的影響，但是各種巫術性的和鬼神的信仰却又是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重要部分。同時，中國儒家在基本上對世界採取無條件肯定和適應的態度，這也是巫術性的民間信仰確立了重要的基礎。儒家僅只亟求在現世中的修養與成就。於是他們對在世上的福、祿、壽與死後的聲名不朽深表關切。也因此，儒家並沒有超越塵世寄託的倫理，也沒有屆於上帝所託使命與塵世肉體間的緊張性。換言之，儒家重視適應外在，適應於現世的狀況。「在中國的民間宗敎裡，使個人靈魂多元論的信仰永久持續下來的泛靈論觀念，幾乎可以說是此一事實的一個象徵」。也就是民間信仰者，或是說絕大部分的中國人多半並不傾向於去企及超出現世以外的種種。
　　韋柏認為儒家所強調的義務總是在對具體的人，例如無論是死還是活，總是要盡孝道。並對自己所接觸到的人依其地位而表示恭順。儒家意圖將個人恆久地與特定氏族的成員牢牢地繫在一起。因此個人乃被嵌入氏族的網絡之中。

　　韋柏指出這是宗敎倫理理性化的障礙。「在儒家倫理中所完全沒有的，是存在於自然與神之間、倫理要求與人類性惡之間、罪惡意識與救贖需求之間、塵世的行為與彼世的補償之間、宗敎義務與社會－政治的現實之間的任何緊張性」。也因此，缺乏透過一種自傳統與因襲解放出來而影響行為的內在力量。以鬼神信仰為基礎的孝道，對於人們的行為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同時，孝道實有助於並且控制了氏族組織的強固凝聚。這種強固的凝聚性本身是由宗敎性力量所驅動的。相對的，倫理的宗敎──尤其是基督新敎的倫理的、禁慾的各宗派－之重要成就在於打斷氏族的紐帶。這些宗敎建立起優越的信仰共同體，甚至可以與家庭相對立。
　　在經濟的角度上來看，這意味著將企業的信賴問題建立在個人的倫理實質的基礎上。由於官方的、傳統習性不誠實的強大影響，以及儒家之強調面子，結果是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普遍的不信賴。
　　韋柏又指出儒家的心態基本上是很崇拜「財富」的。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文明國家含把物質的福利作為終極的目標而抬得這麼高」。這樣的認定，可以說是韋柏在討論儒家倫理時，對儒家所做的最難以了解的。證諸儒家的經典，諸如富貴如浮雲的敎訓隨處都有，如何能說儒家有著崇拜財富的心態？不過，我們若拿這個說法來指稱或泛指中國人，則似乎也是頗具說服力的。而我們若再設定中國人又都受到儒家的深而重的影響，則韋柏這個認定似乎是很有意義的。質言之，理想的價值要求上，安貧樂道是儒家的精神，然而在實際的行動方面，世俗升官發財有份的也是讀聖賢書的儒敎徒。大約我們應該把儒家的理念和社會階層的結構現象結合在一起來討論才能眞正有所掌握。在理念上，儒家的基本精神並不那麼看重財富，但科舉以儒學為範圍，靠讀書尋求功名乃是以出仕為目的。獲得官位之後，在社會階層的階梯上居於高位，所以的榮華富貴就享用不盡了。不過，到底這種企求財富的心態是否是儒家的精神，當然還是不能就這樣認定的。
　　在中國，人們營利的動機很強，對於財富高度的乃至全面性的尊崇、以及功利主義式的「理性主義」等等，都是顯而易見的。只是韋柏認定這些特質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沒有什麼關連的。他說：「中國的中小商人，以及固守傳統的大商人，像淸敎徒一樣，將成功與失敗都歸之於神靈的力量。然而，中國人是將它們歸諸道敎的財神。對他而言，商業上的成功與失敗並不是恩寵狀態的一種徵兆，而是在巫術或禮儀上意味著獎賞或觸犯，解救之道則在於儀式上的「善行」。中國人缺少發自於內在的中心的、由宗敎所制約的、理性的生活方法－典型淸敎徒所具有的特徵。對於後者而言，經濟上的成功並不是個終極的目標和目的本身，而是證明個人自己的一種手段」。其次，節約對於中國人而言，就是在於儲蓄。財富是用來維持喪葬禮儀、令名美譽，以及現世享用的。相對的，在貧民階層裡又一直保有強烈的自足取向的消費模式，而這種消費模式乃植基於「一種幾乎不可想像的節儉的美德」。這種情況實是舉世無匹的。值得注意的是，韋柏在討論中國人這種節儉的德行時，也特別聲稱這與儒家的理想並無任何內在的關係。同時，單是憑藉與營利慾及對財富的重視相結合的冷靜與儉約，並不能孕育出資本主義精神。
二、台灣的民間信仰、宗敎倫理與社會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民間信仰者對於神明的觀念並不是很淸楚的。雖然信徒都約略知道神明是有高低不同的神格的，但是對於神到底是什麼却也衆說紛紜，甚至還有不少人沒法講出來神究竟是什麼。許多民間信仰的信徒都是跟著大家拜的，也都是依祖先傳下來的習俗行事的作法。當這些人被問到神是什麼時，他們不會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說是跟著人拜的。另外也有不少的信徒會更直接的表示不知道神是什麼。信衆裡有許多對神的界定是很實際而強調功能的，他們認為神明是提供心靈安定和寄託的。對於神到底是什麼，他們無法回答，也不想回答。因為他們本來拜神就是以神是否有功能為主，至於神是什麼對他們來說就是很不重要的。還有不少的人認定神明是由偉人聖哲善士死後被人們追奉為神來祭拜的。最後，有一些信徒認為神明乃是超凡萬能，其法力，能救濟衆生。這樣的認定顯然也是功能性的。從以上種種民間信仰者對神明的定義來看，大體上我們會發現神明是人們崇拜祈福的對象，至於神究竟是什麼，若不是他們所不關心的，就是模糊不淸。從這樣的狀況中，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注意的是□宗敎倫理上的意義。約略而論，從信徒對神明的認知來看，民間信仰幾乎沒有什麼倫理的內涵。信徒不在意神明是什麼，不是從俗地在隨著拜，就是講求或肯定神對人所能提供的功能。就算是對偉人聖哲轉化成的神，信徒也多已經不以其特有的道德風範為崇拜的依據。總之，諸神要顯靈，其相關的倫理內涵實在非常稀薄空泛。
　　大致上，有應公及類似的陰神崇拜是民間信仰具有濃厚功利性格的最佳證據。這種對孤魂野鬼的崇拜，加上對類似濟公與太子爺等較具邊際性格的神崇拜與大家樂的盛行有密切的關聯。有應公等神格低而又由孤魂野鬼轉化來的陰神多半善惡難分，但又被認為具有相當高的靈驗性，即「有求必應」。所謂有求必應，具體而言，就是這些孤魂野鬼只要有人供奉祭品滿足他們，他們就幫助這人達成所祈求的心願，而不管這些祈求的是非善惡。這種信仰很明顯的在倫理上是極為負面的，而與中國人那種舉世少見的愛錢心態相互搭配。
　　在台灣，許多規模較大，香火比較興盛的廟為求進一步的發展，多能有效吸引來自全台各地的信徒。在信徒方面，為了功利性的目的，對於到各地傳聞靈驗性高的寺廟進香參拜不遺餘力。相對的，在寺廟方面則多各自強調本廟的神靈顯赫，乃以盛大的祭典來誇耀，在現代各種傳播媒體的報導下，不少大廟更是遐邇聞名，香火因而愈發興盛，寺廟財力之雄厚相對於敎義的貧乏實在相當特別，也充分顯露了民間信仰在宗敎倫理上的空洞。後來更由於可以前往福建湄洲媽祖祖廟進香，各地媽祖廟爭先恐後前往湄洲，迎回媽祖神像，其間最重要的還是在於爭取寺廟的權威地位這樣世俗的虛榮。由於迎回了祖廟的媽祖神像，不但寺廟本身的地位提升了，同時媽祖的靈力也被認為加強了許多，也因而更為信徒所崇拜。對寺廟和對信徒功利性甚強的動機的滿足是顯而易見的。台灣的民間信仰就在這種濃厚的功利色彩下蓬勃成長。
　　總而言之，就民間信仰的特質而論，容或會有佛家積功德的想法，或是儒釋道所強調的仁善之心，但信徒多以求取現世實際生活的平安乃至富裕安適為主，缺乏超越性的終極關懷。這種特徵對經濟成長的追求和所獲的成就或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對於社會整體健全的發展則有相當的害處。近年來，金錢遊戲對社會負面的衝擊已十分明顯，而民間信仰功利導向的倫理精神應該是重要根源之一。
　　不過，由於節儉習慣如此普遍，民間信仰的影響就很難顯現出來。換言之，民間信仰者的節儉習慣，很可能和其他人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能直接探究民衆節儉的態度和習慣，民間信仰和這種德行間的關係實有待研析。但很可能，正如韋柏所指稱的，節儉和儒家的理想無涉，則節儉這種德行也和民間信仰無關。根據以往的相關研究，在台灣，民間信仰者比較強調子女應在賺錢和職業上有所成就，相對的，西方宗敎的信徒則傾向於以敎育、公民素養、和專門技術為重。這似乎顯示民間信仰者更看重金錢，也正如早期來中國旅行的西方人所感受到的「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談錢與金錢事務的程度，顯然是少有他處能及的」。在台灣北部傳敎的馬偕也曾經說艋舺的人眼中只有錢。這種喜愛錢財的心態可能是中國人的普遍傾向，只是它和民間信仰也有很大的親和力，因為宗敎本身具有強烈的功利性格。
三、民間信仰宗敎倫理轉化的可能性

　　民間信仰具有功利性的特性，民衆期望透過對神明的祭拜與奉獻而獲得保佑，進而以負擔得起財力、物力、和人力來答謝明的恩典。在其中，中心信念乃是神明的存在與靈驗。除此之外，並無更超越性乃至道德倫理性的信仰內涵。民間信仰的功利性格和人們在祈求神明時，仍舊強調自己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大體可以顯示其對經濟成長至少無害甚或有利的影響。不過，在經濟繁榮之際，民間信仰的強烈功利性格却又可能促成了唯利的異常心態，對於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極其負面的衝擊。目前的所謂金錢遊戲有相當部分就和民間信仰過度的功利性格有密切的關聯。由於這種功利性幾乎完全是現世性的，在信徒的精神層次上就沒有任何轉化和提升的可能性。因此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就有著很不利的影響。這不只是民間信仰孕育了扭曲社會價值的金錢競逐遊戲，更是因為其對整體社會倫理的空洞化與混淆而促成了社會的危機。許多寺廟由於整體經濟的繁榮而日漸興盛，進而再加強民衆對神明的信仰，促成宗敎功利性格的不斷強化。面對這種情況，想要予以直接的干預或改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明顯的效果的。因為宗敎倫理的形成是長期的趨勢使然，同時這種倫理價值實際上又和其他的社會制度有難以切割的關係。對政府而言，雖然每年都舉辦一些講習活動，但為數衆多的民間信仰的寺廟很少派人參加。實際上，這類寺廟也不太可能派什麼合適的成員來參與活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神職人員。在效果上，這些短期的講習活動，實在也不易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
　　若為社會發展作長久的考慮，在改變民間信仰的倫理精神面貌上還是應該有所作為的。只是這些作為必然是長期的，也是自然的。其一，乃是要借重社會敎育的力量。大體上，現代敎育確實會影響到民衆對民間信仰的接受程度，可是實際上民衆敎育程度的提升不可能漫無限制，而民衆所受敎育的年數也一定有其變性，敎育的影響會自然存在而透露出來，但也有它一定的限度。於是，若能透過對廣大民衆影響甚鉅的大衆傳播媒體去從事長期而直接間接的社會敎育工作，如果能善加規劃，以寓敎於樂的方式去製作節目，應該會有效果的。可是比較麻煩的是，這樣的社會敎育並不能為民間信仰建立新的宗敎倫理。其二，其他的宗敎團體，尤其是那些與民間信仰有親和力的宗敎，如佛敎、一貫道應可積極傳敎說法，使民間信仰在根本上有所轉化。具體來說，由善於講經說法的大德到香火較盛的廟去巡迴宏法。這樣逐漸把雜神敎轉化成正信，把後天的變化成先天的。這樣做下去，民間信仰的倫理精神就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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